
微博傳播和中國新聞業的「認知權威」：以
溫州動車事故為例 1

童靜蓉

摘要

新聞業的「認知權威」是指新聞業有權力和能力來決定傳遞何種資

訊以及如何解釋現實。根據對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發生期間的微博以

及對這起事故進行報導的大陸報紙文本的分析，本文討論微博上關於

此事故的傳播是否(以及如何)對現實中「發生了什麼」進行解釋，這種

解釋是否影響新聞業對現實的闡述,而同時，新聞業如何通過建構對現

實的解釋，來維護其權威。本文認為：在發佈事故的初步資訊和提出

對事故的有關疑問上，微博傳播起到引領的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報紙報導的議程設置。但是，比較完整而權威的詮釋依舊是報紙所

提供。被分析的兩份報紙將網路言論和行為當做是和線下世界裡發生

的事情一樣的消息來源，根據各自的操作規則和價值觀進行篩選，在

其報導中，使用不同的策略來建構一種形象來表明他們能夠對現實進

行真實客觀可信的闡述，以此維護其「認知權威」。而在這個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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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新聞記者也對新聞工作和新聞的概念進行了反思，下意識地做出

反思性的調整。

關鍵詞：新聞業的「認知權威」、微博傳播、中國、動車事故、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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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urnalism needs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an epistemic authority in 

interpreting reality and deciding what information should be transmitted to 

readers. In doing so, journalism defends its legitimacy.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an analysis of Weibo messages and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Wenzhou 

High-speed Train Incident in 2011.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journalists offer 

some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regarding what was found in the analysis. 

This paper has two aims. The first is to discuss both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Weibo messages about this incident have explained “what happened/is 

happening” in reality. The second is to assess how Chinese journalism has 

endeavored to defend its epistemic authority through constructing a narrative of 

reality.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Weibo communication has advantages in 

releasing init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cident and in facilitating netizens' 

efforts to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As a result, Weibo communication 

has influenced newspaper agendas to a certain degree. However, a fuller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is still offered by newspapers. Weibo messag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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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ly treated as one type of news source.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reporting paradigms and news values, the two newspaper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have selected and incorporated Weibo messages into their conventional 

news reporting. They have adop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establishing an image 

of being able to provide credible and objective narratives of reality. These 

provide evidence of defending the epistemic authority of journalism. The whole 

process suggests that journalists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ir own work and the 

concept of news and make adjustments accordingly. 

Keywords: the epistemic authority of journalism, Weibo communication, 

China, Wenzhou High-speed Incident, o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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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業的「認知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是指新聞業有權力和能力

決定傳遞何種資訊，以及如何解釋現實（見Garman, 2005; Bishop 1999; 

Winch, 1997）。2 新聞業「認知權威」和其合法性緊密相連。尤其是當新

聞業需要得到大眾的認可，從而獲得合法性時，其合法性在於其能夠

權威可信地解釋現實，並建構社會知識 (Ekström, 2002)。若新聞業作為

資訊的權威發佈者的身份被動搖，這種權威會被打破，新聞業合法性

會受到挑戰。此時，新聞業會儘量去修復和維護他們的權威 (Bishop, 

1999)。 在當下網路 2.0 時代， 網路仲介的傳播 (internet–mediated 

communication)打破了新聞業對資訊傳播的壟斷，而且還有可能對現實

給予不同的解釋，這對傳統新聞業造成了一定的挑戰 (Chan, Lee et al., 

2006)。

這篇文章討論在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傳播中，1）微博傳播是否（如

何）對現實中「發生了什麼」進行解釋，這種解釋是否影響新聞業對現實

的闡述；2）新聞業在具體新聞操作中，如何通過建構對現實的解釋，

來維護其權威。本文分析了事故發生期間的微博以及對這起事故進行

報導的大陸報紙文本，認為在發佈事故的初步資訊和提出對事故的有

關疑問上，微博傳播起到引領的作用，並對報紙報導的議程設置上起

到一定的影響。但是，微博傳播並沒有對現實中「發生了什麼」提供可

信權威的解釋，比較完整而權威的詮釋依舊是報紙所提供。被分析的

兩份報紙在其報導中，使用不同的策略來建構一種形象來表明他們能

夠對現實進行真實客觀可信的闡述，以此維護其「認知權威」。

新聞業的合法性和「認知權威」

考慮新聞業如何獲得合法性，首先要看新聞業從誰那裡獲得合法

性。對於充當政治黨派喉舌的新聞業來說，比如黨派報業 (partisan 

press)，通常從政黨那裡，而是不從大眾那裡獲得合法性。這類新聞業

往往作為政黨政治工具的一部分而出現 (Skovsgaard & Bro, 2011)。在西

方民主國家裡，隨著政黨自身合法性的衰弱，新聞業漸漸地從政黨的

懷抱中脫離出來，轉向大眾，希望得到大眾的認可，從而需要新方式

來獲得合法性 (Skovsgaard & Br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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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從大眾那裡獲得合法性的新聞業有必要建構其「認知權威」。

新聞業需要讓新聞讀者信任其具備製作和傳播「對現實能夠進行權威闡

述」能力和技能，即是，需要讓讀者相信其具有能力以及權利，能夠對

現實（發生了什麼）提供被認為是正確的不容懷疑的解釋 (Matheson 

2004)。只有被認為是權威的故事講述者和對現實的闡述者，新聞業才

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獲得其成為權威的資訊收集，製作，和傳播者

的合法身份。這是一種合法性建構的過程。

而這種「認知權威」的建構可通過兩種方式獲得。首先，新聞業在

媒體話語上建構專業話語以及塑造專業形象來建構其「認知權威」。專

業話語，比如「客觀性」，「平衡性」，和「社會責任」，都幫助新聞業獲

得「認知權威」(Zelizer, 1990; Zelizer, 1992; Clayman, 2002; Matheson, 

2004; Deuze, 2005）。其次，通過引用訊息源，特別是權威可信的訊息

源，將事實和觀點分開，以及通過呈現故事雙方說法保持平衡的方式

來證明其可信度和客觀性 (Tuchman 1978; Skovsgaard & Bro 2011)。

但是，這種「認知權威」不是穩定不變，而是在一種博弈的狀態中

獲得的 (Clayman, 2002)。新聞業跟相近的職業相博弈，競爭對現實的

權威闡述。比如說，儘管專家的知識可以幫助新聞業獲得客觀而可信

的形象，但是，某一方面的學者專家可能會同新聞業競爭對某一種涉

及到專業知識的闡述。

中國新聞業的合法性: 
從「行政權威」到需要大眾認可的「認知權威」

在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下，中國新聞業經歷了一個從向政黨到向

大眾宣稱合法性的過程，這也是從行政身份帶來的「行政權威」向大眾

認可的「認知權威」轉變的一個過程。在80年代的市場化新聞改革之

前，中國新聞業的合法性曾經是通過執政黨的扶持獲得的，與其在政

治體系內部的行政身份密切關聯 (Tong, 2011)。作為執政黨執政工具以

及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中國新聞業被執政黨以及體系內政治經濟和文

化群體接受為其中一員。這種作為「體制內成員」的身份讓新聞記者在

當時享受社會威望 (De Burg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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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市場化之後，儘管繼續獲得執政黨扶持，中國新聞業急需

獲得大眾的認可。這不僅因為政黨扶持不足以保證其合法性，而有一

部分新聞業也不在政黨扶持之列，更加是因為新聞業的社會角色以及

媒體環境發生了改變。媒體改革之後，隨著黨報市場份額的減少，執

政黨本身的合法性危機，以及其維護執政者統治的政治宣傳屬性與新

聞原則的「真實性」相違背，3 党的新聞工作者的形象帶來的合法性漸漸

衰弱。由於市場化和專業化的需要，中國新聞業急需將自身從和執政

黨的親密關係中抽離開來，建立一種新形象。同時，以前被認為被動

接受資訊的「群眾」現在已經變成了活躍的「受眾」(Zhang, 2000)，再加

上媒體需要吸引受眾以求最大化其市場利潤，都使新聞業需要建立與

讀者的新關係。這些轉變使得中國新聞業需要建構大眾認可的「認知權

威」來彌補「行政權威」的不足。

審視中國新聞業近年的職業宣稱，我們可以發現，「客觀性」和「真

相」是其兩大重要宣稱。「客觀性」常意味著多方訊息源的互相印證以及

記者主觀觀點的淡出。這不僅可助記者記實避禍，而且可增加報導的

可信度。而對於「真相」，無論何種新聞策略，無論各種新聞平臺，中

國新聞業對「真相」的追求是共同的目標。海內外學者以及從業人員

(Bai, 2012; Zhang, 2010; Tong, 2011)近年對此均有所討論。無論是象徵

著自由敢言的南方報系，還是代表著政治權威的人民日報和央視，都

在宣稱和強調要報導「真相」。這種強調在報導和日常涉及新聞理想的

話語中均有體現。在報導文本中，「真相」被頻頻使用來指代報導中對

現實的解釋。在建構「真相」的時候，引用新聞源來保證其「客觀性」，

「真實性」，和「可信度」成了新聞界常用的方法。另外，在涉及新聞業

的話語中，「真相」二字同樣反復被提到。比如在各大媒體出臺的記者

節感言中，或者在媒體出版的關於記者操作的書刊中，比如南方週末

的〈後臺〉，往往會提到報導「真相」之於記者的意義，這是對公眾建構

新聞業形象的一種途徑。因此，在去行政權威魅影的市場化媒體環境

下，「客觀地」報導「真相」成為新聞界維護其「認知權威」的一個絕妙策

略，儘管不能說是唯一辦法。

這意味著，能夠建構權威可信的對現實的闡述變得很重要。但是

中國新聞業對現實的可信權威闡述，常態下，主要承受著三方面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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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執政黨。在中國的威權政治之下，能報導什麼

抑或怎麼報導基本都是由相關宣傳部門做好了規定。對現實的闡述權

在於執政黨，並不在於新聞記者。媒體上所建構的現實只是被政治所

允許的一種「真相」。而具有了專業啟蒙意識的新聞業則是在政治控制

的縫隙裡面尋找空間，希望能夠呈現他們認為的事實「真相」。

此外，同其他社會形態下的新聞業一樣，由於新聞業依賴專家學

者充當新聞源來獲得其報導的確信性，專家學者群體也會和新聞業爭

奪對現實的權威闡述權。不過，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之下，專家學者同

樣受到政治的影響，並不一定能夠發出獨立的聲音。一方面，新聞從

業者不一定能夠掌握一定領域的專業知識，以至於判斷可能被誤導，

難分真偽。另一方面，若是引用這類專家的話語，則對現實的解釋更

加傾向於類同官方的解釋。

但在當下中國，隨著國內矛盾激化和社會問題層出，執政黨本身

的合法性岌岌可危。而專家群體，由於其和政治的一貫的接近度

(Zheng, 1999)以及行業操作不規範或者有爭議， 比如警察和律師

(Wong, 2004)，其「認知權威」同樣受到質疑。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新聞

業怎樣駕馭這兩者的合法性危機來幫助自身獲得和維持其被公眾認可

的「認知權威」？比如，這種和執政黨之間的微妙關係對中國新聞業維

持其「認知權威」來說是雙面刃。執政黨本身合法性的危機使得一貫挑

戰官方說法的媒體有可能容易獲得大眾認可，但由於政治控制的存

在，在操作過程中，媒體對現實解釋和定義卻也有可能被認為是政府

授意下的解釋，而不一定被大眾所認可和接受。

當下，當普羅大眾可以用新媒體工具製作傳播資訊後，在社會傳

播中，什麼被傳播，被討論，被推進和被解釋，已經打破了新聞業對

資訊傳播的控制，這對中國新聞業的「認知權威」可能帶來挑戰。

網路仲介的傳播和中國新聞業的「認知權威」

本世紀以來，在國家和市場資本的促使之下，各種資訊傳播技術

在中國廣泛應用，再加上隨之出現的技術和媒體融合，讓普通的大眾

擁有了獲得和發佈資訊的渠道 (Lagerkvist, 2005)。在網路仲介的傳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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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大量的「使用者製作的內容」（user–generated–content，以下簡稱UGC）

（定義見Hermida & Thurman, 2008），讓新聞環境裡突然充塞了大量的

沒有經過傳統媒體守門人過濾的資訊。這類資訊所發出的各種各樣的

聲音偶或和傳統媒體相同，偶或和傳統媒體不同。這種聲音不僅僅打

破了新聞記者作為唯一的正統發聲器的壟斷，而且在有些情況下和傳

統媒體爭奪對現實事件的定義以及對公共議程的設置，尤其記者不一

定能在場的突發事件 (Massey & Cokley, 2008)，比如在央視大褲衩著火

和上海大火等災難新聞傳播中。這類內容往往和傳統媒體的專業報導

並駕齊驅，形成一種在傳統媒體之外的言論空間。在某些社會事件（或

者說是「新媒體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傳統媒體被動地被互聯網線民所

驅動 (Qiu & Chan, 2010)。這些事件都是發展到不得不關注的程度，傳

統媒體才介入，比如2008年的真假華南虎案，2010年鐘九如案，和

2011年的楊海鵬救妻案。而在某些新聞事件裡面，普通線民和手機用

戶的發出和傳統媒體不一樣的聲音，直接挑戰傳統媒體對現實的闡

釋。典型的例子有2009年發生的鄧玉嬌案。

一些學者樂觀地認為，新聞業應積極地迎合UGC。因為這類內容

不僅為新聞記者提供訊息源，更能加強記者的報導效果 (Lagerkvist, 

2005; Xin, 2010)。較傳統新聞業而言，UGC擴散的速度和廣度突破了

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宣傳部門較難監控 (Tong & Sparks, 2009)。傳統媒

體也希望將UGC納為己用，比如在網站上設立交流管道，在報紙版面

或者電視節目中開設UGC專欄，開設官方微博帳號，儘量吸納大量粉

絲等。但這不意味新聞業會接受UGC和自身在資訊製作和傳播上權威

地位的並駕齊驅。UGC出現的本身已構成了對資訊傳播分權的可能。

做為一個職業群體的新聞業，在其合法性受到挑戰時，勢必捍衛其合

法性 (Freidson, 1983)。

目前的文獻沒有回答至少三方面的問題。首先是這種使用者所製

作的內容的本質，這究竟有多大程度上能夠對現實提供權威可信的解

釋是個未曾解答的問題。有益於公眾利益 (public interest)的內容究竟占

多大的比例？是否真的提供實質性的關於現實解釋的資訊，還是只是

在發佈一些娛樂大眾，發洩情緒，去政治化的內容？其次，我們也還

不瞭解網路仲介的傳播對主流新聞操作有何種影響，特別是在議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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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資訊的選擇，新聞源以及對事故性質的定義和解釋上。主流媒體

報導對「發生了什麼」的解釋是否與UGC上的闡釋（如果有的話）相吻

合，或者說是被牽著走？最後，中國新聞業在資訊傳播以及對現實提

供解釋上，有什麼策略來維護其權威報導？

通過分析在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中微博傳播和傳統報紙對該事故

的報導，本文希望能對以上問題提供一些回答。本文分析的著眼點有

三：

一、 微博上關於此次事故的帖子有什麼樣的內容，比如其中情緒

化的感慨內容占多大比例？其中有無提供對此次事故的解

釋？何人做的解釋？

二、 微博上傳播的資訊以何種方式進入並且影響線下傳統媒體關

於此次事故報導的議程和話語？

三、 傳統記者是否將引用訊息源並且建構可信而客觀的形象來當

做一種維護其「認知權威」的策略？

研究方法

2011年7月23日，兩輛動車在溫州境內相撞，其中一輛動車脫

軌，據官方報導39人遇難。災難發生後，全國各大媒體湧向溫州進行

報導。此外，在這起事故的資訊傳播中，微博傳播活躍，被認為是推

動問責的重要工具。

本文對討論這起事故的新浪微博 4 進行了抽樣，並且分析內容類

別。抽樣的方法為，在事故發生後的一個星期（7月23–29日）裡面，使

用新浪微博上的日期選擇，在用「溫州動車」關鍵字過濾後，得到的每

天50頁的微博內容中，選取10%的內容樣本進行進一步分析。這10%

的內容樣本 5 的抽取方法為：第1頁，第10頁，第20頁，第30頁，第

40頁，以及第50頁。最後獲得的樣本共包括742條帖子。對其內容進

行分析的目的在於瞭解在微博上傳播的資訊的性質：微博上的資訊是

否能對「發生了什麼」提供有效的可信解釋，其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和事

故有關的有效的資訊，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的研究問題。內容分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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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微博帖子的類型：分為三類，分別是原創，轉

發網友的原創帖子，或轉發傳統媒體的內容；2）帖子的內容類別， 括

網友感歎，尋人尋物，呼籲獻血，網友問責等；3）帖子內容的消息來

源；和4）微博資訊有沒有對發生了什麼進行解釋，比如事故原因，誰

要負責，救援情況，傷亡人數等。在編碼過程中，若帖子內容覆蓋多

項類型，那麼以最明顯的內容為編碼指標。

另外，本文作者閱讀了南方都市報（之後簡稱南都）和溫州都市報

（之後簡稱溫都）網站上從7月24至30日的數字報紙，抽取了這兩家報

紙對溫州動車事故的報導，而且將結果比對在慧科資料庫，6 在這個時

間段，輸入「溫州動車」關鍵字查詢而獲得的文章，來確定需要分析的

文章，一共131篇。選取這兩家報紙的原因在於：1）本文認為微博內

容對非黨報都市類新聞操作和「認知權威」的影響要比黨報來的更大；

2）動車事故發生在溫州，而且溫都（溫州都市報）論壇當時在網路上非

常活躍，有必要瞭解溫州都市報作為當地的都市類報紙對事故的報

導；3）南方都市報一直以大膽感言著稱，而且是我國比較早和成功地

關注網路現象，並且對其進行報導的媒體，比如2006年「網眼」的創辦

以及其成功的操作。本文將其作為一個對網路言論持有開放接納態度

的媒體類型的代表；以及4）就動車事故而言，溫州都市報是事故發生

地本地報紙，而南方都市報是異地報紙，這兩份報紙的對比可以讓我

們瞭解辦報地理位置差異對報紙內容的影響。

為了回答本文的第二，三部分的研究問題，對報紙內容的分析集中

在以下幾方面：1）報導內容有無提到微博或線民或論壇；2）報導內容

有無引用微博內容（並表明微博是訊息源）；3）以及對發生了什麼進行

什麼解釋，比如事故原因，誰要負責，救援情況，傷亡人數等；以及

4）報導引用了什麼訊息源。7

在分析微博和報紙兩個部分的內容過程中，本文結合事故期間搜

集到的網路資料，和2011年所做的深度訪談，進行分析和討論，以圖

理解網路和報紙的文本特點。接受訪談的60位新聞記者均是一線新聞

記者和管理層，包括在動車事故報導中負責報導和編輯統籌的記者（占

大約1/4）。訪談時長在1–3小時。訪談提問集中在理解他們對線民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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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2.0時代下新聞工作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網路的使用。對於參加溫州

動車報導的記者，提問裡包括他們報導中的具體操作。在此篇文章

中，訪談僅作為輔助性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

微博上的傳播

在動車上的乘客第一時間通過微博發佈動車事故的消息，而且還

較詳盡地描繪了他們的感受和當時發生了什麼。第一條關於事故的消

息被認為是由車廂內的乘客@袁小芫在事故發生4分鐘後發佈。事故

發生13分鐘後，乘客@羊圈圈羊發微博求助，這條微博很快被轉發超

過十萬次，兩小時後該名網友獲救。8 而乘客@貓小琪 Indigo則在事故

發生後，持續發微博，詳細描繪了當時所見所感。9 從此來看，微博提

供了對「發生了什麼」的第一層面第一時間第一人稱的解釋。

動車事故的話題迅速引爆微博。事故發生後12小時後，微博上相

關討論量已突破200萬條，其中尋人的轉發量已經超過了五十萬條，10

隨後的一個星期裡，相關發佈量超過1000萬條。11 在這一星期內，微

博討論出現了6次熱點，分別是對事故原因的討論，對掩埋火車頭和對

遇難人數的質疑，安路生背景的討論，調度報告的流傳，以及賠償數

額的討論。一些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士也發貼解釋技術細節。尤其是其

中一份調度報告 12 列出了調度作業的全過程。線民不僅在微博上，還

在其他論壇討論，比如豆瓣，天涯。微博擴散了論壇帖子。這類討論

被認為推進問責政府。

微博內容分析（表格1）卻顯示：微博資訊呈碎片化出現，雖然能夠

提供雪泥鴻爪的資訊，但是未能系統地對「發生了什麼」進行深層解

釋，比如解釋事故原因。大部分微博帖子是在發表個人感歎或分享文

章，只有少數牽涉在內的乘客，乘客家屬，目擊者，以及具備一些相

關專業知識的人士提供一些相關資訊，但這些資訊卻因缺乏訊息源而

顯得真假難辨。微博的確有發佈資料資訊或者追問政府的內容，但並

沒有在總體內容裡占大比重。在身份不能被辨認出是新聞記者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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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微博帖中，近半的帖子是在發表感慨（208條 /28.3%）或者分享文

章（291條 /39.6%），質問，嘲諷，批評政府以及追問更多情況等的問責

帖只有56條（7.6%），另有51條帖子（6.9%）發佈資料資訊。但是在這

51條帖子裡，49條並沒有任何資料資訊來源，只有2條提到官員做為

資訊源。而這兩條微博都是關於王勇平在發佈會現場接受記者提問。

在所有742條微博中，有709條（95.5%）是沒有提到消息來源的。此

外，絕大多數微博內容（732條，99%）並沒有對「發生了什麼」進行解

釋，只有10條（1.3%）微博內容對五方面的情況做出了一定的解釋。這

五方面的情況分別為事故原因（雷電不是原因的技術方面的分析）（5

條，0.7%），外界的反應：包括媒體反應，官員反應，鋼鐵股市（1條，

0.1%），救援現場（1條，0.1%），實名坐車的內幕 （1條，0.1%），血庫

告急（2條，0.2%）。

此外，微博使用者發佈的資訊受到的關注是有差異的。微博使用

者發佈的資訊被轉發程度和其是否被新浪認證（加V）有關。發帖人通

過新浪認證有助於其帖子被轉發。在這742個微博中，其中601條

（81%）沒有轉發其他的微博帖子，其餘141條（19%）轉發了其他微博 

的帖子。在這141條被轉發的帖子中，略微超過一半的發帖者（72條，

51%）是通過新浪認證的（加V）。對轉發數和是否加V兩個變數所作的

Spearman's Rho相關性測試證明加V與否和轉發數大小兩個變數之間具

有高度關聯，加V的發微博者被轉發次數就越多。身份不能夠辨認出

是新聞記者的微博網友的帖子數在被轉發的帖子中要佔有更多的比例

（97條，64%）。被轉發的帖子內容中表達網友感受的帖子只有20條

（2.7%），而呼籲獻血，尋人，對事故現場和救援現場的描繪，質疑政

府，發佈資料資訊，以及分析技術問題的帖子占了絕大多數（共102

條，77.2%）。

報紙話語中對「發生了什麼」的解釋

從內容分析來看，能夠對「發生了什麼」進行系統深層解釋的依舊

是報紙報導，而非微博上的資訊。兩份報紙對溫州動車事故給予了大

量的版面和密集報導。在抽樣期間，溫都共刊登了76篇新聞報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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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都刊登了55篇。這些報導對「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進行了大

量系統而詳盡的解釋，儘管有不同側重點。從表格2可以看出，溫都致

力於解釋救援和支持方面「發生了什麼」，側重報導事故發生後溫州各

方的支持和救援以及人和人之間表現出來的溫情，比如在76篇新聞報

導中，有20篇（26.3%）是關於人的溫情故事。此外，溫都對救援情

況，醫療救助，事故後動車和救援情況，政府的反應，其他相關方面

的救助工作和尋親的報導占了絕大部分的版面（共44篇，58%）。而這

些報導並沒有帶著質疑政府做法的話語，基本站在政府立場上，在版

面上交代清楚政府是如何應對處理這場大事故。而南都卻著力在解釋

事故中「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其重點在於對事故原因，調查結

果和賠償金額的質疑以及對事故真相的還原。在其55篇新聞報導中，

與質疑相關的新聞報導有30篇（55%），與還原事故發生真相有關的新

聞報導有5篇（9%）。因此，溫都繞開了對事故現場和事故經歷的報

導，著重對人間溫情的刻畫，而南都則繞開對救援情況的報導，著重

質疑監督政府的功能。

進入報紙話語的微博傳播

從內容分析來看，微博和報紙報導的互動存在於兩個方面。一方

面，微博帖子轉發傳統媒體的文章，但轉發率並不高。在此次抽取的

樣本共742條帖子中，約94.4%（700條）的帖子是網友自己寫作的內容

或者是轉發其他網友寫作的內容，只有0.5%（4條）的帖子是傳統媒體

的微博帳號發出的帖子，5.1%（38條）的帖子是被轉發的傳統媒體發佈

的內容。此外，在這742條微博帖子中，113條（15.2%）在內容裡面提

到了傳統媒體，或作為帖子內容的來源，或者對傳統媒體及其發表的

內容作評價。凡是有表達對傳統媒體的態度的微博內容，負面態度（24

條，3.2%）和正面態度（21條，2.8%）不相上下，外加5個帖子持有中

性態度，所以基本持平，負面態度略微占上風。

互動的另一方面是指進入報紙話語的微博傳播，即是報紙報導對

微博帖子中討論的熱點做出回應或者將微博上的資訊引用在報紙報導

裡面。微博內容只是被動地存在在網上，在網路平臺上並沒有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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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之間形成密集的互動 (intensive interaction)。如果把@看成是一個

主動吸引某人或者機構注意的行為的話，@傳統媒體應是發帖人希望

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在這742個微博帖子中間，只有47次（6.3%）

@了傳統媒體。

而在報紙上，我們卻可以看到這兩份報紙都對網路言論和現象投

射了一定的注意力，雖然程度不同。而且兩份報紙報導上的議程呈現

出不同程度的與網路討論熱點的吻合。兩份報紙都有一定比例的新聞

報導，其裡面提到線民或者微博或者論壇，並且引用網路文字作為新

聞源。相對于溫都，南都有給予網路言論和行為有更多的關注，在這

點上來說，南都的報導議程更加受到微博傳播的影響。兩份報紙基本

上對網路言論和行為持有肯定的態度，除了溫都有1篇報導對網路言論

和行為持有否定態度（詳見表格3）。溫都大多在關於人的故事和善款捐

助的新聞報導中使用網路文字和行為作為新聞源，唯一一個用在官方

解釋質疑和應對質疑的新聞報導中的網路新聞源，是網帖〈「7.23」動車

事故的五點存疑〉以及「鐵路老信號員」的線民，這是這篇報導的緣起。

此篇報導是新華社記者對相關部門做的採訪，以對這個貼和線民的質

疑作出的反駁性的回應。在這篇報導裡面，記者援引了2次鐵路部門工

作人員，3次專家學者包括醫護人員，4次政府官員，以及1次政府部

門的訊息源去駁斥網帖和線民提出的質疑，並且在文章裡指代網路言

論為「猜疑和恐慌」。但是有一點很有趣的是，此篇文章同時展示了對

立雙方的觀點，在文本上呈現出一種觀點的平衡，儘管，字裡行間的

話語對質疑一一做瞭解釋，並且表明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態度，

引導民眾不要相信謠言，要信真相。

而南都對網路言論和行為的引用大多在對政府質疑以及還原真相

的新聞報導裡面，並沒有表現出負面態度。在南都的新聞報導裡，出

現了兩個很有意思的現象：1）乘客（包括遇難者）或者目擊者的微博帖

子被用來作為還原事故真相，即「發生了什麼」，的主要新聞源；2）借

線民之口說出對事故原因，救援工作，以及賠償金額的質疑。在事故

發生後的進展中，網路上出現6次大的熱點，南都均對其做了相應的報

導。南都將網上的言論當成一個緣由，隨後做調查，核實和採訪，並

將採訪來的情況，寫成文章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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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話語中訊息源的策略性運用

在訊息源模式 (source pattern)上，兩份報紙的報導同時體現出相同

和差異。從表格4可以看出，這兩份報紙的訊息源模式有些相似的地

方。兩份報紙都分別援引了精英訊息源和普通訊息源。而且受害者及

其親友被當做很主要的訊息源。政府部門，官員，學者專家是精英訊

息源中最核心的。這些訊息源的使用幫助這兩份報紙將事實和觀點分

開，有助於建構一種客觀形象。但是相對于南都，溫都的精英訊息源

在訊息源總數裡面占的比例要低，而普通訊息源所占的比例要高，接

近64.2%。南都的精英訊息源和普通訊息源各占50%左右。但是南都

的訊息源的種類，範圍以及總數明顯比溫都要來的高。溫都的精英訊

息源基本上集中在政府，官員，和專家。可是南都的精英訊息源外延

到官方出版物和法令以及其他部門的負責人。南都的普通訊息源有同

樣的外延。

無論在溫都還是南都，對訊息源都有和其報紙性質和操作價值所

相符的策略性的應用。所不同的，溫都用普通訊息源增加現場感和人

情味，同時用精英訊息源來深層次地解釋「發生了什麼」，而南都卻常

常用普通訊息源來反駁精英訊息源對「發生了什麼」的解釋。比如上文

所提到，溫都大量地引用普通訊息源來講述人間溫暖和真情，卻用精

英訊息源來駁斥網帖〈「7.23」動車事故的五點存疑〉以及線民提出的質

疑的不可信。而在南都的報導裡，我們可以發現來自政府，專家，和

大眾（包括線民）三方面的訊息源被引用來互相印證，無論是互相反

對，駁斥，還是支持。比如說，在南都的報導中，普通訊息源常常被

用來互相支持，以及反駁官方或者精英的說話。比如7月28日刊登的

〈多證據推翻「雷擊停駛說」〉一文中，記者引用目擊者們以及車站工作

人員的話，並且引用「電力部門」的話來推翻之前官方和專家初步調查

通過央視報導所做出的「雷擊停駛說」。不同的精英訊息源也被引用來

支持或者駁斥某種觀點。比如南都在7月26日刊登的〈動車荒唐追尾 ·

三問出事原因〉中，引用乘客的話「即使列車信號失靈了，電話總能溝

通吧？咋能撞上呢？」來提出疑問，然後再引用專家清華大學教授、管

理學家陳國權的話「管理責任不容懈怠，任何一起事故必定破壞了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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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原則才導致而成。」來暗指這起事故有人為的因素在裡面。

討論和結論

以上的內容分析分別揭示了網路世界和報紙對溫州動車事件的報

導模式，這些模式分別體現出網路傳播和報紙內容對現實中「發生了什

麼」解釋的程度。在網路世界中，在網路和可以上網的手機等資訊技術

的輔助下，突發事件的發生的確先通過一個或者幾個在場的當事人或

者目擊者發佈出來，這是當事人和目擊者因為在場而佔有的時間和空

間優勢。此外，普通人對「發生了什麼」的思考，分析和討論，同樣可

以通過網路等資訊技術公佈於眾，引起更廣泛人群的注意。更甚者，

在理想狀態下，影響更廣泛人群的思考，從而進一步影響當政者的政

策制定。這是資訊技術為普通大眾提供的參與發言和表達的機會。就

此例而言，可能在網路時代以前，有些民眾提出的質疑和技術上的解

答以及相關材料的公佈，比如調度報告的出現，都沒有辦法流傳開

來。而現在，網路技術的出現和其平民化的大規模運用提供了這種可

能，從而擴大國內總體輿論發表的空間。這種網路輿論的表達被認為

可以引導輿論熱點，設置議題。就如一位統籌調查新聞報導多年的雜

誌副主編認為：「設這個議題的主導權已經在網路上而不在傳統媒體

了。這個主導權和傳播的主流都在互聯網，而不在傳統媒體了。」（訪

談，7月20日2011）。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普羅大眾是否能夠抓住這個機會依然是未知

數。不是每個大眾都能夠發出批判和關鍵的聲音。就如同本文的內容

分析所展示，微博內容並不能夠提供有關於事故的真正的資訊和對「發

生了什麼」的權威解釋。雖然以上分析（尤其是超過一半的被轉發的帖

子不是新聞記者所發佈）表明，網友喜歡轉發有實質內容（而非感受）的

普通網友的帖子。這意味著，若是微博上發佈的內容達到一定素質（而

非量），微博傳播會對新聞業的「認知權威」構成更大的威脅。尤其是那

些加V的普通網友，雖然他們不是新聞記者，但是他們卻享有比較高

的認同度。這有可能會導致新聞業和其他精英之間的「認知權威」的爭

奪。然而，由於微博內容整體上成碎片化，這種威脅的程度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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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缺乏有品質的內容的話，微薄上無比熱鬧的傳播恐怕更多的只是

一種言論繁榮和自由的幻影和假像。

這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線民們的政治素養。作為網路資訊製

造者的線民，他們是否能夠發佈一些有益於社會發展，有益於民主建

設的內容，這是值得商議的問題，畢竟公眾利益 (public interest)不同於

公眾的興趣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在中國當下的傳播環境和歷史形

成的人文環境中，理性思辨和討論並不是一個已經被大眾接受的傳

統。再加上，在正規途徑中公眾情緒的壓抑。各種情緒化的暴民言論

很容易盛行。其次是和網路資訊消費者本身的文化素養 (literacy)有

關。水準的 (horizontal)傳播架構在帶來給予民眾表達的可能的同時，

也帶來了內容的混亂和噪雜。作為網路資訊的消費者而言，一打開網

路，有可能會迷失在迎面而來的海量資訊之中。

第三，這也有可能是網路使用上的不平等導致，因為即使是普羅

大眾提供了真正的資訊，也不一定能夠在每日的海量資訊裡面脫穎而

出，或者讓人相信。正如一家都市報的總編認為：「（網路上）有些聲

音是被選擇性放大了。但有部分人的表達沒有出現」（訪談，7月27日

2011）。而發帖人線下真實世界裡面的身份顯然對其發佈的資訊在網路

上的傳播有所影響。正如以上分析裡面，新浪微博的認證與否和轉發

量有一定的強關聯。借用Castells (2009)和van Dijk (2005)的觀點，如

果我們把微薄上的任一博友看成一個個節點 (node)，每個節點因為其真

實世界裡面佔有的地位和社會資源以及其在網路世界裡面的資源以及

口碑的不同， 有著結構性上的資源差異 (structural inequality of 

resources)。這會導致傳播效果上的差異。這也是為什麼在楊海鵬救妻

案中，有各種社會資源的楊海鵬可以有效地利用微博製造輿論，而在

同一年發生的錢明奇案中，錢明奇所發的微博貼很快被湮沒，其只能

以極端的死亡方式引起世人關注。

另外，在微博和主流媒體構成的傳播空間中，主流媒體占主導地

位。儘管微博內容顯示，小部分微博發佈者試圖主動地去@傳統媒

體，引起傳統媒體的注意，但是這兩種模式之間的紐帶主要是在於主

流媒體對網路世界的關注。微博內容的確構成了一個有別於主流傳統

媒體的話語空間，但是這個空間被動地存在，等待傳統媒體的介入和



91

微博傳播和中國新聞業的「認知權威」：以溫州動車事故為例

刪選。換句話說，如果主流媒體選擇對網路世界的漠視，網路世界的

話語很難進入到主流媒體的話語體系中來。可是傳統媒體對網路資訊

和行為的關注以及選擇是根據其機構化了的操作範式和規定而進行

的，傳統媒體的本質和特性均會影響其對網路資訊的選擇，過濾，和

闡釋。所以不同的傳統媒體對同一個虛擬空間裡面的話語出於自身的

報導規範，而有不同的選擇。這點從溫都和南都的報導以及策略差異

中間可以體現出來，並與李立峰在2010以及2012年對香港報章和新媒

體關係的兩項研究有呼應 (Lee 2010; 2012)。儘管溫都論壇在動車事故

處理期間非常活躍，但是溫都本身的報導由於其報紙的性質和與當地

政府的地緣親密關係對網路言論的使用有某種局限。然而，南都卻因

其辦報宗旨對輿論監督的側重，以及其異地的地理特性，而強調報導

質疑以及揭露真相。

的確，傳統媒體及時地對網路言論的回應，無形中在傳統媒體的

報導中，形成了和網路媒體的互動，或者說對傳統媒體的議程起到一

定的影響。這點在南都上有比較明顯的展現。在動車事件發展的過程

中，當這六大的網路熱點形成的時候，南都隨後進行了調查和回應。

在這過程中，網路和傳統媒體一起展開對事故的問責，所以在此案例

中，網上言論的確參與輔助完成了傳統媒體所被期待的社會功能。14 這

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網路言論對報紙報導議程和「認知權威」的影響。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看到的，網上言論存在著碎片化和情緒化

的現象，在事故發生之後，依舊是傳統媒體在提供者對現實的比較完

整的解釋，而且傳統媒體的調查和介入起到驗證 (validate)網路言論的

作用。而同樣是傳統媒體，溫都可以選擇不加理會。從兩份報紙報導

方式來看，至少是傳統媒體和新聞業的反應來說，主流的傳統媒體依

舊站著高高的位置，儘管對網路言論和行為表示贊許，但是只是將之

當成是一種另外的訊息源，或者說是一種特別時期的聯盟和契機，藉

此來做不然難以做的事情。傳統媒體將這些碎片的資訊看成是源泉，

需要主流媒體去整合。兩份報紙，尤其是南都，做了大量的採訪和調

查，將採訪來的情況，通過訊息源的嘴巴講述出來。

從文本上來看，傳統媒體在處理網路言論上起碼運用了三種關鍵

的維護其「認知權威」的策略。由於這兩份報紙上操作的新聞業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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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價值和操作理念的不同，他們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溫都儘管用訊

息源來塑造平衡的形象，但是總體上，其通過引用官方以及其他精英

訊息源來獲得對現實的權威定義權，這是「行政權威」的一種延伸。而

和執政黨（尤其是和溫州地方政府）關係疏遠的南都，在執政黨，專家

學者，以及網路言論三者之間打太極，借力發力。首先，南都通過引

述訊息源以及建構一種客觀性以及可信性 (credibility)的形象的方式來

維持自身的「認知權威」。訊息源，尤其是精英訊息源，通常是普通網

友並不能夠接觸到的，所以通常被用來確定新聞報導的確信性和真實

性。這將其上的報導和一般網友的言論從本質上區別開。其次，南都

利用網路言論來從執政黨那裡爭奪對現實的闡述權。和官方聲音有異

的網路質疑和觀點被當成是做新聞的契機，藉此來質疑執政黨對「發生

了什麼」的解釋。就像一位后 參與報導的記者討論到這點時說：「我們

說線民熱議未必是線民真的熱議，我們是在假線民熱議之名來做我們

想做的」（訪談，2011年7月13日）。最後，網路言論同樣巧妙地被用

來質疑那些被認為不可信的精英訊息源所傳達的資訊以及做出的解

釋。儘管有些官員和學者的觀點被記者們質疑，但是由於記者需要堅

守報導的平衡原則或者這些官員和學者本應是瞭解情況的人物，記者

不得不在稿件裡面引用這些人的話語。這種情況下，網路言論可代記

者發聲，平衡觀點。此外，在這裡，普通訊息源同樣地被賦予了平衡

精英訊息源的觀點和資訊的作用。

而文本上反映出的維護權威性的策略同記者的自我認知相吻合。

記者們並不認為他們被網路言論牽著走，而這恰恰是他們新聞工作的

一個延伸：他們將網路言論作為一個消息來源，經過辨別後主動地去

選擇有用可信的資訊去報導。通過此，他們將缺乏可信度的網路資訊

經過記者權威性的調查驗證後對真相進行展現。這一點在本文作者的

訪談中普遍的被認為是當下傳統媒體相對於網路言論的最大優勢所

在，也是專業性所在。儘管承認網路帶來的正面作用，絕大部分接受

本文作者訪談的受訪者認為網路言論的不可信和行為的不理智，一定

需要專業的記者去調查，核實以及系統地還原。受訪者大多認為，網

友沒有精力，興趣，能力和條件去做專業記者所作的調查，這樣就無

法揭露真相。而專業記者卻能夠專門地有機構支持的去做著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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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零碎的資訊通過邏輯和分析整合起來，從而還原真相。15 這是記

者維護其「認知權威」的一種職業話語。這也是記者對其新聞工作的一

種反思性的評語。在現有的新媒體環境下，新聞的概念更加強調：「對

資訊的核實」，「對事實的梳理和邏輯的組合」以及「對真相的還原」。這

成為構成「新聞」的三大要素，而新聞工作也是圍繞這三點而進行的。

以下這位記者的評語較好地歸納了這一點：

「…他（線民）提出了一些疑點，甚至有一些考證。但是這些考證

的過程可能會有些不嚴謹，可能這些疑點沒有證實。後面的工作

就需要你記者去完成。…他只是指出了這些資訊。作為記者，

你必須去把這些資訊核實，因為他說的不一定是真的。必須去把

這些資訊核實。另外，你還必須根據這些資訊，去查證更多的資

訊。…現在是，你獲取資訊的條件更便利了，你反響更多了。但

是你所做的工作其實還是一樣的，還就是採集資訊、查證資訊、

思考這些各種各樣的資訊間的邏輯關係、以及它的需求事實關

係。把各種各樣的資訊關係理清楚，呈現給你的受眾。」（訪談，7

月5日2011）

這不僅是一種記者對其工作在當下新媒體時代的反思性話語，也

是記者維護其權威的話語體現。

本文認為微博傳播對新聞業「認知權威」帶來的影響在於提供「第一

人稱」的資訊，以及影響報紙議程的設置。但是有助於民主功能的資訊

占的比例畢竟是少數，並不能對現實進行權威深層次的解釋。傳統媒

體對網路民意的回應是能動地主動地。網上空間的確有起到擴大言論

空間的作用，但是只是被動地存在著，這種虛擬只有在傳統媒體介入

之後才能夠變成現實。而傳統媒體的介入和過濾則是根據各自的操作

規則和價值觀進行的對現實的一種詮釋。傳統新聞業將網路言論和行

為當做是和線下世界裡面發生的事情一樣的消息來源，傳統媒體在行

文中，建構「客觀性」的形象，並且策略性地使用訊息源來鞏固其可信

度，從而維護其「認知權威」。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新聞記者也對新

聞工作和新聞的概念進行了反思，下意識地做出反思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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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格1 微博內容和其新聞源

內容關於

什麽

微博內容裡的新聞源類型 總數

政府 

部門

官員 學者專

家包括

醫生

受害者 不涉事的商

業機構和社

會團體

沒提到 目擊者

呼籲獻血 11.1% 

(1)

0 50%

(2)

0 0 0.7%

(5)

0 1.1%

(8)

救援現場 22.2 

(2)

0 0 0.1%

(1)

0 0.7%

(5)

0.1

(1)

1.2%

(9)

網友感受 0 27.3%

(3)

50%

(2)

0 85.7%

(6)

27.8%

(197)

0 28%

(208)

尋人 /尋物 0 0 0 0 0 41 0 5.5%

(41)

發佈數據

信息

33.3% 

(3)

18.2%

(2)

0 0 0 7.0%

(50)

0 7.4%

(55)

分享文章 11.1%

(1)

27.3%

(3)

0 0 0 40.9%

(290)

0 39.6%

(294)

網友問責 22.2%

(2)

27.3%

(3)

0 0 14.3%

(1)

7.0%

(50)

0 7.5%

(56)

網友投票 0 0 0 0 0 5.6%

(40)

0 5.4%

(40)

稱讚政府

或領導

0 0 0 0 0 4.4%

(31)

0 4.2%

(31)

總數 1.2%

(9)

1.5%

(11)

0.5%

(4)

0.1%

(1)

0.9%

(7)

95.6%

(709)

0.1

(1)

742

註：括號內數字為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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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報導主題分類

報導主題分類 報紙名字

溫州都市報 南方都市報

事故現場及事故經歷和情況 0.0% (0) 9.1% (5)

救援和醫療救助情況 19.7% (15) 1.8% (1)

微博作用，比如求救，保平安，尋人等 2.6% (2) 3.6% (2)

事故後鐵路方面的處理和搶修 10.5% (8) 0.0% (0)

政府，官員和有關部份的反應和處理 25.0% (19) 20.0% (11)

溫情故事 26.3% (20) 10.9% (6)

悲情故事 2.6% (2) 5.5% (3)

善款捐助 2.6% (2) 3.6% (2)

問責政府和質疑專家和有關公司 7.9% (6) 45.5% (25)

保險公司對策 2.6% (2) 0.0% (0)

總數 76 55

註：括號內數字為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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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報導各主題分類引用微博或者論壇或者網友作為訊息源的情況

報紙名字 有沒有引用微博或者論壇或 

者網友作為訊息源

Total

沒提到 負面態度 正面態度 中性

溫州都市報 

主題分類

救援和醫療救助情況 23.4% (15) 0.0% (0) 0.0% (0) 0.0% (0) 19.7% 

(15)

微博作用，比如 

求救，報平安， 

尋人等

0.0% (0) 0.0% (0) 0.0% (0) 100.0% (2) 2.6%  

(2)

事故後鐵路方面的 

處理和搶修

12.5% (8) 0.0% (0) 0.0% (0) 0.0% (0) 10.5% 

(8)

政府，官員和 

有關部門的反應和 

處理

29.7% (19) 0.0% (0) 0.0% (0) 0.0% (0) 25%  

(19)

溫情故事 23.4% (15) 0.0% (0) 55.6% (5) 0.0% (0) 26.3% 

(20)

悲情故事 0.0% (0) 0.0% (0) 22.2% (2) 0.0% (0) 2.6%  

(2)

善款捐助 0.0% (0) 0.0% (0) 22.2% (2) 0.0% (0) 2.6% 

(2)

問責政府和 

質疑專家和有關公司

7.8% (5) 100.0% (1) 0.0% (0) 0.0% (0) 6.6% 

 (6)

保險公司對策 3.1% (2) 0.0% (0) 0.0% (0) 0.0% (0) 2.6%  

(2)

Total 64 1 9 2 76

註：括號內數字為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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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名字 有沒有引用微博或者論壇或 

者網友作為訊息源

Total

沒提到 負面態度 正面態度 中性

南方都市報 

主題分類

事故現場以及 

事故經歷和情況

5.9% (2) 0.0% (0) 14.3% (3) 0.0% (0) 9.1%  

(5)

救援和醫療 

救助情況

2.9% (1) 0.0% (0) 0 0.0% (0) 1.8%  

(1)

微博作用，比如 

求救，報平安， 

尋人等

0 0.0% (0) 9.5% (2) 0.0% (0) 3.6%  

(2)

溫情故事 11.8% (4) 0.0% (0) 9.5% (2) 0.0% (0) 10.9%  

(6)

悲情故事 0 0.0% (0) 14.3% (3) 0.0% (0) 5.5%  

(3)

政府，官員和 

有關部門的反應和 

處理

26.5%(9) 0.0% (0) 9.5% (2) 0.0% (0) 20%  

(11)

善款捐助 2.9% (1) 0.0% (0) 4.8% (1) 0.0% (0) 3.6%  

(2)

問責政府和 

質疑專家和有關公司

50.0% (17) 0.0% (0) 38.1% (8) 0.0% (0) 45.5% 

(25)

Total 34 0 21 0 55

註：括號內數字為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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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內容裏的新聞源以及出現次數？

報紙 新聞源類型 百分比% 

（出現次數）

溫州都市報 精英訊息源（包括政府部門；官員；學者專家包括醫生

律師；涉及在內的商業機構或者社會團體；不涉及在

內的商業機構和社會團體）

41.2% (49)

普通訊息源（包括會議；各相關部門工作人員；比如火

車站；搶修點；街道辦事處；安置點等；受害者（動車

乘客）；受害者親友；一般居民市民（非目擊者）；目擊

者；網友（但不是涉及在內的，不然被劃為受害者）；消

防隊員和救援人員）

58.8% (70)

南方都市報 精英訊息源（包括政府部門；官員；學者專家包括醫生

律師；涉及在內的商業機構或者社會團體；不涉及在

內的商業機構和社會團體；會議；媒體；媒體人士；

國家檔，公告和法律，比如國務院關於特大安全事故

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檔，憲法，和鐵路交通事故應急

救援和調查處理條例等；明星；事故善後工作組有關

負責人；新浪微博虛假信息闢謠帳號「微博闢謠」；最高

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殯儀館工作人員和辦公室相

關負責人；全路通信官網資料；北京全露通信信號研

究設計院；國務院事故調查組）

52.1% (76)

普通訊息源（包括受害者；受害者親友；一般居民市民

（非目擊者）；網友（但不是涉及在內的，不然被劃為受

害者）該車間一名電務工；消防人員和救援人員；資深

鐵路愛好者等業餘或業內專家 /內部人士；鐵路系統工

作人員及內部人士；模糊訊息源，比如溫州市有關方

面，不少人士，當地工作人員，公開資料等；溫州殯

儀館一告別廳的電子顯示屏）

47.9% (70)

注釋

1 此文得益於在英國British Academy2011年研究資助 (RS15G0052)以及
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2010年學院研究資助下進行的場地調查和隨後進
行的資料分析。感謝接受本文作者訪談的所有記者，以及為訪談錄音進行
轉錄的靜薇和林霽。本文較早版本在2012年1月舉辦的「媒體2.0 X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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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新聞與閱聽人再界定」研討會上交流，本文作者感謝各位與會老師的

指教，同時感謝匿名評審以及編輯李立峯教授寶貴的修改意見。另外 ,感

謝一位匿名研究助理對文內表格的重新製作。但文中錯誤一概由作者負

責。

2 Gieryne (1983) 在討論科學家如何建構自己的專業邊界時，對這個概念「認

知權威」進行了討論，將之理解為一種對特定領域的現實進行定義，描繪

和解釋的合法權力。

3 宣傳屬性這個觀點來自於和一位資深記者的私人交談。

4 新浪微博是國內最早推出的中文版的Twitter，與2009年底推出，很快風

靡全國。

5 因為樣本抽取滯後，這有可能導致某些涉及到敏感內容的微博已經被網管

刪除，有可能影響到分析結果。

6 http://wisesearch.wisers.net.cn

7 對新聞源的劃分，參考了Atton and Wichenden (2005).

8 引用自http://www.weibo.com/zt/s?k=7765&hasori=1，另外，溫都和南都均

有報導。

9 比如，南都刊登於7月24日的文章“墜落數十米 車廂直插地面”引用了其

微博內容。

10 與第八條註腳相同。

11 引用自http://it.sohu.com/20111213/n328881111.shtml

12 發佈在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1295919/

13 新聞報導指的是硬新聞和深度報導。評論以及社評不包括在內。

14 這點在歷次訪談中均有被談到。

15 觀點來自歷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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